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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过去40多年中国规划学科的跨

越式进步，得益于深度契合了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发展需求。针对

中国城镇化转型发展，围绕中国规划体

系的改革重塑，提出：规划的尺度和工

具方法要向宏观的国土空间规划和中微

观的城市更新实践调整变化；城市更新

实践中的规划建设管理流程需要向一体

化集成、动态治理和在地性引导包容等

方向转变。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成

熟，围绕数字技术支撑城市治理水平的

提升、城市向熟人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治

理能力的提高、后疫情时代空间治理方

式的转型，从城市、社会和空间治理创

新的维度，探讨中国规划理论可能的发

展方向，提出未来中国规划理论的创新

将根植于中国城市文化蓬勃发展、现代

城市文明成长壮大的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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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progress of China's planning discipline in the past 40

years is attributable to planning's role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ra. The paper pinpoint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its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 It proposes that the scal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urban planning need to be adjusted to suit the needs of the macro-level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s well as those of meso- and micro-level urban

regener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lann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 need to be shifted to a model characterized by integration,

dynamic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localization. As China's urban society gradually

develops and matures, several topics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such a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with the suppor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trengthening of governance capacit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urban acquaintance

network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In

regard to these issues, the paper discusses possible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s urban planning theories, covering aspects of urban, social, and spat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s.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future planning theories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thriving urban cultur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 planning reconstruction; process redesig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ultural

cultivation

城乡规划学，作为一门主要由实践驱动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理论的学科，外部经济

社会的驱动力要大于学科内部自身完善的动力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规

划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2021年和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发布的全球高等

教育学科评级结果，中国城乡规划学（A）的评级优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德国。支撑这一成绩的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成就以及由此带来的丰富多彩的城市规划

实践[1]。如果说过去40多年的中国规划学科进步得益于深度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快速城镇化发展需求[2]，那么面向2050年的中国规划学科发展必须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须服务于全球城市格局变化背景下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进

程，必须融入于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城乡高质量发展进程。

1 转型背景下的规划尺度和工具方法调整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划承担着极为重要的“龙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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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方面，它是“有为政府”的重要

体现，通过绘制美好城市规划蓝图，引

导社会各方参与讨论，形成城市发展愿

景共识，在此基础上依托城市土地一级

开发和土地出让等制度[3]，推动了城市基

础设施条件的显著改善和人居环境的快

速提升；另一方面，它是“有效市场”

的重要引领，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

地出让规划条件等的约定，为多元的市

场力量提供了外部条件清晰的招商引资

和房地产开发环境，助推了市场力量参

与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成为了推动城市

增长和区域竞争的重要工具[4]。
当前，中国城镇化经过上半程的快

速增长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中后

期，城市建设发展已由大规模的增量建

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

重。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确立

了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案，明确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和“乡村建设行动”国

家战略。与此同时，中国发展遭遇到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和世纪疫情

的叠加影响，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发展环

境的变化调整、清晰辨识未来发展的大

势所趋、主动转型适应变革的时代要求。

1.1 规划空间尺度的分化调整

中国规划体系变革的一个清晰特征

是规划空间尺度的调整，体现在从中观

的城市尺度向宏观的国土空间规划尺度

和中微观的地区更新规划设计尺度两端

分化：一端，中观尺度的城市规划跃升

至宏观国土空间尺度，成为国家优化国

土空间格局宏观战略实施的政策性工具，

要统筹实现国家关于发展和安全的综合

需求，服务于新发展理念下的国土空间

格局优化、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粮食安

全的土地支撑以及推动“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经

济发展的空间要素保障；另一端，中观

尺度的城市规划下沉到中微观的地区尺

度，强调通过城市更新实践解决快速城

镇化时期累积的城市病问题以及满足老

百姓对人居环境改善的真实需要，要针

对性解决地区发展的多元现实问题，如

地上建筑地下管线安全风险，低效产业

用地效能提升，老百姓对老旧小区改善、

黑臭水体整治、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等美

好生活的需求等。

1.2 规划工具方法的变化调整

规划空间尺度的分化调整，相应产

生对不同规划的目标理念和工具方法的

变革要求。在宏观国土空间规划尺度，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案的出台以及

空间资源配置体系自上而下的重构[5]，自

然资源部门已成为和财政、金融类似的

国家源头管控要素的重要部门，国土空

间规划成为国家调控土地和空间资源配

置的政策性工具[6]。这要求规划工具进一

步和国土政策有机融合，规划师过去熟

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高度凝

练为“城镇开发边界”以及相应的“城

镇空间”等管控策略，在保证耕地红线、

生态红线等国家安全底线的基础上，要

推动构建一套有利于激励城镇通过竞争

实现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规则，如通过

大数据的跟踪管理，推动构建年度土地

资源分配向上一年度地均产出效益更高

地区倾斜的政策制度[7]。在专业学科层

面，国土空间规划将向更广领域拓展融

合[8]，大大增强关于生态基底保护、基本

农田保护、资源保值增值等内容，需要

进一步加强从规划、土地学科向海洋、

农林、水利、生态环境、经济等专业的

拓展，推动形成多专业交互融合的国土

空间规划治理学科群[9]。
在中微观城市更新实践尺度，传统

的两维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规划，以及

相对简单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管控要

求，难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留住城

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

等基因”的重要指示精神。面对城市更新

行动的复杂现实需求，城市更新规划要同

时实现化解城市历史遗留问题、满足百姓

当下现实需要、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命题。相应地，城市更新规划需要创新

发展形成适应地区尺度的规划政策、工

具和方法：首先，要适应从平面二维深

化为空间三维的变化要求，要更加重视

设计的融合作用和创新力量，提供一揽

子的空间品质和活力提升综合解决方案，

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

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实现空

间的增值赋能；其次，要适应从静态变

为动态，更加注重行动导向和结果导向，

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更新行动的全过

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专家、人民

群众的集体智慧，推动构建多方参与的

城市更新实施工作机制，推动物质空间

环境改善与社会治理能力同步提升，让

城市发展更有人文关怀、更有情感温度。

2 更新实践中的规划建设管理流

程重构

中国现行的规划建设管理制度，主

要针对城市增量发展、围绕新建建筑而

设计。这一制度，不能适应城镇化下半

场以存量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城市更新行

动要求，具体表现在：一是基于大拆大

建的土地征收、房屋拆除、产权重置程

序，与城市更新行动要求的尊重地区文

脉、社会肌理和复杂产权的要求不相吻

合[10]；二是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严格管

控且相对简单确定的建筑物用途、容积

率、密度、高度等控制指标，不能适应

老旧城区的多元功能和复杂产权的现实，

也与老百姓希望通过合理更新改善、增

加公共设施和开放空间等包容性需求不

相吻合；三是增量年代的规划建设管理

制度设计，以土地出让、房产开发、规

划设计、施工建造、物业管理等各环节

都能盈利为基本前提，这一前提在城市

更新实践中不再存在，也与城市更新行

动更加强调城市病问题的综合解决，以

及联动一体系统考虑地区功能提升、活

力塑造和可持续运营等多重目标的综合

实现不相吻合。因此，未来需要推动从

不同环节分立的串联开发向一体化集成

更新转变，从静态的规划蓝图管理向动

态治理实践转变，从通则式的指标严管

向在地性的引导包容转变。

2.1 推动从分立的串联开发向一体化的

集成更新转变

在以速度为导向的快速城镇化时期

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方法，导致条线之

间、条块之间、地上建筑和地下管网等

相互不衔接。存量更新阶段，需要改变

原有的以规模为导向的各环节分立的串

联式开发方式，通过一体化集成的城市

更新行动实践，推动以系统方法实现空

间治理的一体化品质提升。

要面向空间品质的综合提升和一体

化更新[11]，联动构建“策划—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流程。

增加前期综合策划环节，将地区深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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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群众意愿摸排、功能活力策划、运

营政策支持等纳入前期综合策划内容，

通过关联后期的前期深入工作，提升更

新实践对百姓需求回应的针对性以及对

市场需求回应的适应性，将空间环境改

善与后期活力运营有效衔接、深度融合，

为可持续运营创造好的空间和政策环境，

后期则要通过功能的、业态的不断创新

发展和多样化的活动组织，持续增强长

效运营活力。

2.2 推动从静态的规划蓝图管理向动态

治理实践转变

在以实现建设新区美好蓝图为导向

的增量开发时期，规划建设管理制度的设

计聚焦于美好规划蓝图的绘制以及建成环

境的空间秩序营造，而对规划实施过程中

的公众参与等关注不够。存量更新时期，

要从蓝图编制、蓝图实施的物质规划导向，

延伸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治理结果

导向，摸清群众意愿、理清群众需求，

倡导多方参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12]。
要推动使城市更新行动成为居民及

相关利益方共建共治共享家园的实践过

程[13]。一要立足人本需求，开展翔实细

致的深入调查。在内容上，不仅要关注

空间和设施等物质要素，还要关注地籍

和产权等经济要素，更要关注居民的个

性化需求等社会要素；在方法上，除了

传统的居民意愿和问卷调查的主动采集，

还可以通过“12345”等市民政务热线诉

求的连续跟踪和居民行为的大数据比对

分析，提高居民意愿和空间匹配分析的

精准度。二要通过贯穿全流程的陪伴式

规划设计，构建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

将各方意愿务实融入拟解决方案中，提

供多情景的空间设计方案、可讨论的权

益分配规则，发挥好规划师作为促进者、

倡导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的作用，

推动规划设计成为多方共治的包容性技

术媒介。三要提高规划设计的包容性和

应变性，针对工作深化过程中对居民意

愿、实施方等的合理需求采纳等情况，

动态调整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推动实施

方案渐进深入优化。

2.3 推动从通则式指标严管向在地性的

引导包容转变

在城市快速增长的外延发展时期，

规划管理的重点是对增量建设的高效管

控，相应发展形成了控制性详细规划以

指标管控为核心要素的规划管理方法。

存量更新时期，面对丰富多元的城市更

新对象，要从标准化、相对简单的土地

用途和强度开发规则刚性管控，转向更

加注重更新实践方案的引导包容。

要强调更新方案的在地性、针对性

和现实可操作性。首先，要面对社会发

展丰富需求，在既有建成环境的有限空

间内，基于居民合理改善生活、多变市

场环境、城市公共利益有效保障等要求，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支持必要的功能混

合、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利用，以及增建、

扩建和改建，并依法履行法定规划调整

程序，推动更新项目实施落地。其次，

要更加重视精细设计的引导作用[14]，通

过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艺

术设计等交叉融合[15]，以“绣花”“织

补”等微更新设计手法，促进空间缝合、

功能织补，提升乐享价值，以创新设计

推动城市更新实践综合实现人民生活场

所更加宜居、空间资源保值增值的发展

目标。

3 中国规划理论发展创新的可能

方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如果说1898年霍华德针对工业化初期的

城市病问题提出结合城市和乡村的优点

构建“田园城市”，推动了现代城市规划

学科的形成和发展[16]，那么在中国新型

城镇化推进的下半程，在绿色低碳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乡村发展振兴的新时代

背景下，我们更要回归规划初心，抓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机遇，突出发

挥规划学科对未来预测引导性、发展综

合协调性以及美好空间塑造性等重要作

用，以更加丰富多彩的规划实践以及与

实践共同发展的规划理论，为推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现代城市文明成长

壮大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规划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放的

时代发展命题，需要中国规划同仁的共

同探索追求。笔者想抛砖引玉推动讨论

的是，虽然在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中

国城乡规划学实现了跨越式进步，但同

时应清醒看到的是：我们的规划理论滞

后于活跃的规划实践，总体上是借鉴西

方理论，并与中国城市实践相结合的产

物[17]。未来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成熟

期，是中国城市文化的蓬勃发展期，也

是中国规划的关键重塑期，中国规划理

论的创新有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数

字技术的发展将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提

升，城市向熟人社会的发展将推动社会

治理能力的提高，疫情常态化防控将推

动空间治理方式的转型，这些将共同推

动中国规划理论的发展创新。

3.1 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城市治理创新

目前中国社会对数字转型的接受度

以及实际发展的程度已远超西方，中国

网民数量已超过10亿人。2020年，我国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 7.8%，信息基础设施全球领

先，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产业数字

化转型稳步推进，新业态新模式竞相发

展，线上线下联动的商品交易、社会服

务、社群发展迅猛，已对城市治理产生

重要影响。

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城市治理创新，

为中国城市发展和规划创新提供了新的

可能[18]。一方面，网络化、数字化的发

展影响并改变着时空关系、区位关系、

区域关系和城乡关系，原有的“酒香也

怕巷子深”的区位论产生变化，大量涌

现的电商镇村是扁平化“线上世界”的

现实呈现，城市化区域则越来越呈现节

点和网络的特征。另一方面，线上社区

与线下活动的联动，重构着人们的空间

联结和社会联系。在网络化的社会空间

中，人们进行信息沟通、事实陈述和价

值评价的心态不同于传统社会，可以相

对容易地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价值和

信念的人进行联系，“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的特点更加鲜明。未来的空间营建

将为具有相同价值观和兴趣爱好的人们

提供针对性的感知体验场所，而大数据

和互动装置技术的发展则有可能使得空

间成为感知人的喜怒哀乐并与之互动的

综合场所环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

及数字技术与治理手段[19]的进一步结合，

“数字城管”“城市大脑”等公共治理平

台的推广运用将使得公共设施、公共服

务的提供更加精准，空间资源配置更加

高效，相同空间和设施的分时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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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为新的可能。

3.2 高度流动性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向城市中国演进的历史进程中，

乡土中国以“宗族—血缘”为特征的熟

人社会逐步解体。高度流动的城市社会

总体上属于“陌生人社会”，原住民被打

散，新市民缺乏归属感，人与人情感疏

离，人们对于社区的认同大多停留在地

理空间上的邻近和房产价值上的关联，

人对社区的归属感、家园意识和场所精

神缺乏。

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新

的可能：通过空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

发展创新。规划通过推动民众参与身边

的小区、街区、公共空间更新等的治理

增加认同感，居民通过社群、小区、楼

栋等公共事务的协商，在博弈、磨合的

过程中相互熟悉，逐步向半熟人社区、

熟人社区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

社区共识、社会公约以及社会治理规范。

地方政府则可以通过供给公共性的交往

空间与文化活动，为市民创造更多交往、

互动的机会，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成

长的沃土。

3.3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空间治理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存在的应

急医疗设施、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社区

生活保障不足等问题。在基本治理单元

层面，需要反思有效应对疫情的居住空

间的适度规模和组织方式，探讨支撑核

酸检测、基本生活服务、必要邻里交往

等需求的空间合理安排[20]；在城市层面，

需要反思既有防灾减灾体系、应急转换

体系的适用性，探讨医疗资源合理空间

供给、公共设施应急转换、设施和建筑

使用方式优化等新的命题。

疫情也让人们关注城市生活、出行、

交往中的“安全距离”，推动我们重新思

考城市的聚与散问题。城市是聚集的产

物，城市因聚集带来高效，但城市的过

密化又会产生环境和健康问题。因此，

建设集约紧凑且环境宜居的城市是规划

建设者的永恒话题，而要达成这一目标，

城市的适度规模和合理结构、适宜的建

设密度和开发强度、城市和自然的关系、

园林绿地和开放空间体系建设等等，都

需要做有针对性的改进优化。

疫情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城乡关系。

城市和乡村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在工业文明的单一视角下，城

市曾被认为是发展进步的理性选择，这

是乡村式微的背后动因。今天在国家明

确“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

的新形势下，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不断

改善、网络社会逐步改变时空关系的新

背景中，如能抓住机遇推动乡村建设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乡村的特色产

业发展和特色田园生活的魅力优势，凸

显乡村开敞的自然空间、舒缓的生活节

奏、熟人社会的亲切感对拥挤、紧张、

高效城市生活方式的平衡作用，建设

“三生融合”的特色田园乡村，有助于推

动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城乡“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格局形成。

4 结语

中国城镇化的下半程，将是中国城

市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未来城市将逐

步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发

展[21]，快速城镇化阶段建设的房屋、住

区、街道，以及人口快速集聚形成的

“陌生人社会”，有望通过城市更新行动

提升品质、通过居民深度参与共同缔造

成为“家园”，邻里之间、社区之中的人

们藉由公共事务、兴趣爱好、朋友联结

等，逐步向半熟人社会乃至熟人社会发

展演进。在此过程中，会有很多美好空

间和人的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勃兴等

交互融合、相互塑造、温馨生动的城市

故事，汇聚成为中国城市现代文明成长

壮大的蓬勃力量[22]。
当下正值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

键时期，也是中国规划体系改革重塑的

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明辨大势、创新

应对，积极融入中国城镇化的新发展进

程，从习惯推动“谋篇布局”的“物的

城镇化”，转为致力推动“以人为本”的

“人的城镇化”，与市民、社区、社会多

元力量等一起编织由美好空间与和谐社

会、创新技术等共同缔造的生动故事，

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城市现

代文明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形成立足中国

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体系，

为国际规划学科的21世纪变革和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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